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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通过打开成本的“黑箱”,进一步增强了成本与产出之间的实质联系,是避免预

算绩效管理流于形式的关键所在。 本文针对预算管理实践中存在的成本核定不准确、预算投入不合理等问题,从

理论机制和实践应用两个方面入手,深入剖析了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区别于传统预算绩效管理的主要特征与关键

优势。 面对成本界定、成本分摊与成本效益信息运用中的诸多挑战,本文提出在考虑成本生成主体的基础之上,构

建基于不同主体的成本核算机制,统一成本分摊标准,审慎考虑成本效益分析的实施项目与运用程度,实行绩效奖

励与收入分成机制。 本文希望为进一步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供有效抓手。

　 　 关键词:全成本预算　 预算绩效管理　 成本效益分析　 现代预算制度

　 　 中图分类号:F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4)02-0087-11

　 　 一、问题提出

当前,财政收支紧平衡的特征日渐突出,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在 2022 年已达 11
 

621 亿元,约为 2012 年的

2. 5 倍,且支出增速已连续 6 年高于收入增速,收支矛盾仍在加剧。 强调预算支出的成本效益,让有限的公

共财政资源发挥更大效用,成为化解收支矛盾的现实选择。 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正式提出预算绩效管理应“强调成本效益”。 2021 年 3 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突出了成本效益分析的应用,要求“推进运用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研究开展

事前绩效评估”。 然而,目前的成本效益分析往往把预算投入当作成本,用投入来倒算产出的单位成本,成
本与产出的实质联系尚不够充分,不利于发挥预算绩效管理的成效。 如何打开成本“黑箱”,增强成本与产

出的联系,是避免预算绩效管理流于形式的关键所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已然成为深

化预算绩效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重点突破方向。
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是将成本效益的理念和方法贯穿预算管理各环节,实现预算安排核成本、资金使

用定规范、综合考评讲绩效的预算管理新模式[1] 。 国外的研究虽然并未直接提出“全成本”这一概念,但在

绩效预算与公共部门成本会计的相关文献中,全额成本核算(full
 

cost
 

accounting)这一话题已受到广泛关注。
对全成本最初的研究始于对支出效率的关注。 公共部门的支出效率在于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目标,或以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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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资源获得最大目标[2] 。 核算全部成本是有效控制支出、提升部门整体效率的关键[3] 。 在此基础上,
准确分摊成本能够比较各部门的支出效率,进而成为竞争性资源的分配依据[4] 。 在项目投资决策上,全成

本核算构成了是否将服务外包的决定因素[5] 。 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加与问责制的强化,以投入为重点的传统

预算向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预算演变。 这种转变需要信息增量的支持,特别是支出成本信息[6] ,将投入与

结果联系起来的关键就在于利用成本效益信息[7] 。
成本效益理念与预算管理流程的融通研究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关注重点,但对于融合点的认识仍存在分

歧。 有研究认为,单位成本是一个关键工具,建立在单项产出基础上的标准成本是绩效预算的基本要件[8] 。
同类可比的成本信息是效率衡量的标尺,能够支持标杆管理并推动绩效提升[9] 。 但也有研究提出了相反的

观点,认为单位成本在绩效预算中的作用被夸大了[10] ,一个有意义的成本效益分析过程应与预算管理流程

保持一致[11] 。 由此可见,尽管文献中的术语并不统一,但对全成本的诠释却仍呈现一定的共性。 全成本不

仅包含会计学意义上的全成本核算与全要素分摊,还指向成本信息应用于预算绩效管理的全过程。

　 　 二、全成本中的成本构成分解与成本层次分析

预算单位是公共财政资金的主要运行载体,各类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也是通过财政部门对预算单位的

资金投入来保障和实现的。 理想情况下,预算单位应是以各项支出的真实成本为依据来计算资金需求,并
在“二上二下”的预算编制过程中形成最终投入;然而现实中,却往往以投入来倒算成本。 这种因果倒置不

可避免地造成了资金分配“铺摊子”“提标准”以及资金使用的“跑冒滴漏”。 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正是从这

点入手,在成本构成打开的基础上围绕“全”字下功夫,强调成本测算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从而为预算的合理

投入和支出的规范化管理提供依据。

　 　 (一)基于不同分类方式的全成本构成分解

在公共支出领域,成本有多种分类方式。 根据成本与产出对象是否具有直接相关关系,可以将公共支

出成本划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大类。 根据成本与产出数量之间的变动关系,又可将之分为可变成本

与不变成本。 若以成本是否能直接以货币形式计量为依据,则包括经济方面的财政资金投入(经济成本),
以及对社会和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 [12] 。

从理论上说,全成本应是对预算支出行为所引起的直接与间接、可变与不变、经济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

资源消耗的综合反映。 但在实践中,对于特定项目的全成本核算,往往并不会对所有方面的成本进行全部

衡量,而是根据绩效管理的现实需要,有所侧重和取舍。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一是针对不

同项目,采取何种方法进行成本测算是适当且有效的? 或者说,哪些项目适合采用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来

归集和核算总成本,哪些项目有必要分别测算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 二是在具体测算中,如何对

间接成本在产出对象之间进行分摊,又如何对社会和环境成本进行货币化的等量核算? 这些细节性问题也

是实践中值得关注的重要技术节点。

　 　 (二)基于不同计量单位的全成本层次分析

全成本除了成本构成的多方面,“全”还体现在对多层次成本信息的运用。
一是总额成本,即项目一共要花多少钱。 理论上,应区分哪些是不必要或无效的成本,哪些是必要且有效

的成本,从而得到以货币形式表示的资源消耗总量。 通过全面反映项目总成本,进而为成本控制提供依据。
二是单位成本(或标准成本),即每一项产出分别要花多少钱。 单位成本通常是以产出数量为分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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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本为分子计算得到的人均成本、物均成本和比例标准等[13] ,如以“元 / 人 / 天” “元 / 辆公务用车”等表示

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单位成本似乎与支出标准较为接近,但就形成过程而言,前者是

后者的基础。 支出标准正是在单位成本的基础上,结合各项成本动因(如技术、管理、质量等因素)来确定调

整系数,进而综合计算得到的。 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成本标准推进支出标准的建

设。 理论上讲,如果能够建构一个合理且普遍适用的支出标准化体系,预算分配中的基数法与渐进主义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预算学中的斯芬克斯之谜“将 X 元分配给项目 A 而不是项目 B 的决策依据是什

么” [14]也将部分得到解答。

三是成本效益信息,就是钱花得值不值的问题。 在得到产出的单位成本之后,将它与产出的质量水平和社

会效益联系起来,形成成本效益分析结果并应用于预算绩效管理。 这是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命题。 例

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体将生均支出与产出(授课课时)和结果(学生毕业率)相对应,在“元 / 入
学生”的单位成本基础上设定“元 / 课时”“元 / 毕业生”等成本效益指标,以此来衡量单位成本所实现的人才培

养质量[15] 。 传统的预算绩效管理受限于成本数据的缺乏,即使衡量了产出的效益和效果,也难以与成本进行有

效配比,导致绩效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 因此,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不仅旨在通过控制成本来压减支出,而
且当投入和成本数据被用于效率或效果的衡量指标时,它恰是深化成本效益分析的关键工具。

　 　 三、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的实践进展

　 　 (一)成本核算与效益衡量方法的进展

成本核算与效益衡量本质上都是为预算绩效管理服务的。 为了实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

管理目标,就需要在成本与结果之间建立关系,在绩效目标达成与耗费之间建立标准。 但在公共部门中,这
种关系和标准的建立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一是在现实的公共管理中,一个部门提供多种公共服

务,或者某种服务由多部门提供的相互交叉现象屡见不鲜。 某项产出与成本之间可以形成多线条或相交叉

的对应关系,确定与产出相匹配的资源耗费并非易事。 二是对于具有外部性的项目而言,其支出绩效缺乏

像营利组织“利润空间”那样明确的定量标准,往往表现为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度的效益和效果。 那么除

了经济投入与效益,还必须对社会福利和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必要的测量。 因此,实践中对于成本核

算与效益衡量所选择的方法往往是分类施策的。
1. 间接成本分摊工具的开发

对于产出与成本之间具有多条线或交叉对应关系的项目而言,其投入的适当性、支出的有效性需要在成本

和产出之间建立明确因果联系的基础上才能评判。 因此,需要将间接成本以合理的依据分配给相应成本对象,
避免成本与效益匹配的失真,为后续的绩效评价与问责提供科学依据。 作业成本法(或称活动量成本法)被引

入公共支出领域。 作业成本法是将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划分为一系列作业,采用成本动因来为每项作业分配

间接费用,根据产出的作业消耗情况,合理地将间接费用分摊给各项产出[16] 。 例如,江苏省宜兴市的生活污泥

处理项目,通过对污泥处理中的脱硫、污水处理、蒸汽消耗等多项作业进行分析,将总成本分摊为各项作业的单

耗,最终形成污泥处理的成本为每吨 249 元,比企业申请的每吨 360 元价格,节约了近 30%[17] 。
尽管作业成本法在成本分摊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该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却并不顺利。 在地方政府层

面,一项来自某发达经济体 49 个城市的样本调查发现,仅有不到 17%的地方政府使用了作业成本法[18] 。 在

部门层面,英国警务部门在实施作业成本法 5 年之后,也发现其实施条件过于苛刻,鼓励采用其他更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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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分摊方式,以满足资金分配和绩效评价的信息要求[19] 。
2.

 

将外部效应纳入成本与效益的衡量

对于具有外部性的项目,原则上说,需要全口径核定项目实施所带来的全部成本和效益,并以货币化的

方式进行等量核算,继而以净收益的大小来衡量成本效益的高低[20] 。 这里的外部性包括正负两个方面,正
外部性的项目往往带有较强的社会福利色彩以及公益属性,负外部性的项目则会牺牲一定的社会利益和环

境利益。 如何将正外部性转化为经济价值(效益)、负外部性转化为经济损失(成本),都是技术上的一大挑

战。 若不能赋予这些抽象要素以明确的量化措施,那么全口径的成本效益分析在实践中恐怕难以实现。
财政部于 2021 年出台《中央部门项目支出核心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及取值指引(试行)》,明确要求设

定社会成本指标和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但当下的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实践,尚未实现全口径的成本效益分

析。 就分析方法而言,更多地采取了成本有效性分析、可行性分析等方法作为成本效益分析的补充,选择同

等效益之下成本最小的方案或是既定投入中效益最高的方案,作为全口径核算方法的替代。 就评价指标而

言,对于社会及环境的成本和效益指标多采用定性描述,如 2023 年山东省司法厅对工程类项目设置了“施

工对案件审理的影响较小”作为社会成本绩效目标,从而回避了货币化核算带来的技术困境。
3.

 

对遗漏成本与虚增成本的识别

在全成本核算中,能够有效识别出其中的遗漏与虚增成本,是确保成本全面且准确的重要前提。 在技

术层面,美国政府问责署( GAO) 在 2022 年发布的《成本估算和评估指南》 引入了工作量分解结构(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21] 。 作为一项商业项目管理工具,工作量分解结构是以交付成果为导向,对项目中的成

本构成要素进行层层分解,来确保成本要素既不遗漏也不重复。 在实践层面,工作量分解结构主要是结合

支出趋势分析,在此前年度支出数据的基础上,关注支出是否突然停止或加速,是否存在持续不足或者持续

超支的支出科目,从而识别出项目执行中的遗漏成本与虚增成本[22] 。 趋势分析法也在中国的全成本核算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23] 。 通过分析支出的变动趋势,对识别出的遗漏和不实信息进行及时反馈,作为下一年度

预算调整的依据。

　 　 (二)成本信息在预算绩效管理中的应用

1.
 

以核定的总成本为依据加强全过程成本管控

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并非对既有预算管理流程的重塑,而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强成本管控与预算

约束。 具体而言,在安排预算时,核定项目实施的合理成本,以核定出的总成本来审查预算编报的科学性。
对于成本不实、存在众多无效支出的项目,不予立项和安排预算。 在预算执行中,将发生的成本信息及时与

预算支出进度进行比对,确保支出标准和范围不超出预算核定的成本。 在决算时,除了对绩效目标实现情

况进行评价,还增加了对成本控制情况的考核。 对于实际发生总支出远高于核定成本的单位,相应调减下

一年度的预算金额。
在中国开展的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中,主要是以成本绩效目标作为管控工具:(1)要求在预算编制时逐

项细化预算成本构成,形成成本绩效目标表,作为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 这就使得原本

游离在预算过程之外的成本控制过程,正式地纳入预算过程内管理①,成为部门预算“二上二下”编制的必要

环节(见图 1)。 (2)将支出绩效目标表中的成本指标从原来隶属于产出指标下的二级指标调整为一级指

标,与产出、效益和满意度指标并列,从而增强成本与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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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些财政重点项目在完成之后也会进行专项成本分析与审计,但这一工作往往并不包括在常规的预算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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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将成本控制过程整合进入预算管理流程

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
通常把成本管控理念与政

策目标相结合,通过评估项

目与政策之间的契合度,将
成本管控拓展为支出审查

的工具,旨在为优先级更高

的项目创造财政空间[24] 。
在公共服务领域,物有所值

目标被引入外包协议,重点

考察采购执行情况、成本节

约情况和目标完成进度[25] 。

由此可见,尽管成本管控的主要目标是压减支出,但控制理念与其他工具的相互嵌套,使之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支

出控制,而指向特定产出和结果下的绩效实现。
2. 以单位成本推动支出标准体系建设

以单位成本推动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是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目标。 北京市和山东省均明确要求

预算单位尝试运用成本标准定额来编制 2023 年部门预算。 因此,可以从部门预算中的成本绩效目标表入

手,分析单位成本在预算编制中的应用情况。 本文通过抓取其中标准化的成本字段(共计 1
 

012 个有效字

段)①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单位成本的分布频数与设定情况(见表 1)。

表 1　 成本定额标准的设定情况

支出类别 支出名称 标准化单位 频数

基本支出 办公设备、公务用车等购置费 元 / 台、元 / 套、元 / 辆 91

会议 / 培训费 元 / 人 / 天 124

劳务费 / 专家评审费 元 / 人 / 天 163

出差补助经费 元 / 人 / 天 202

物业费、办公用房房租 元 / 年、元 / 平方米 65

项目支出 监测类经费 元 / 平方米、元 / 吨、元 / 公里、元 / 批次 44

检查类经费 元 / 份样本、元 / 家 27

养护类经费 元 / 棵、元 / 亩 11

　 　 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省、北京市 2023 年省直(市直)部门预算表整理分析得到。

初步分析发现,目前标准化的单项成本主要集中在出差补助经费、会议 / 培训费、劳务费 / 专家评审费、
设备购置费等基本支出领域,但也形成了一定的监测类和检查类经费的成本标准,如“单位面积水土保持监

测成本≤2 万元 / 亩”,“海洋生态站点单位监测成本≤20 万元 / 站”,“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抽查成本≤10 万

元 / 次”等。 这些单位成本与产出的数量(如监测站点数)结合在一起,能够直接确定预算单位的资金需求,

19

① 有效字段是指以标准化形式出现的成本指标,每出现一次计为一个有效字段。 表格中列示的是出现频数较高、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成本

定额标准。 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类别的标准,但因其较为分散,所以未在表格中予以呈现。 因此频数总和与有效字段的总数并不相同。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2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2, 2024)

有助于形成更加合理的预算安排。
总体来看,项目支出的标准化定额仍然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项目支出中的成本构成因素较不

稳定。 例如,在专项审计业务经费中,由于不同单位的审计难度和复杂程度各不相同,审计部门投入的工作

量也会有所差异,较难找到具有规律性的成本要素,标准化的难度自然就更高。 因此,并非所有的支出都能

够设定标准化的成本指标,试图将单位成本用作全面的预算编制工具并不现实。 从长期来看,某些经常性

的项目支出能够标准化,成为基本支出标准体系之外的定额;而某些定额标准则会失去必要性和普适性。
3.

 

深化成本效益信息在预算管理中的应用

成本效益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基本元素,也是影响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重要因素[26] 。 全成本预算绩效管

理进一步拓展了对成本效益信息运用的广度与深度。
广度的拓展主要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 从时间维度看,着重运用历史数据进行绩效衡量和比

较。 具体而言,就是考察以往年度的预算投入和成本构成的变动,将其与产出规模与质量的变化、政策实施

的进展联系起来,找到影响成本效益的关键因素来提升绩效。 空间维度则侧重于运用可比的成本与效益数

据进行区域间的横向比较。 2014 年英国财政部出台的《地方伙伴成本收益分析指南》,明确同行的标杆管理

是成本效益信息的应用重点。 为便于区域之间的比较,英国教育部还将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地方当局定义

为“统计学上的邻居” [27] 。
就深度而言,成本效益不仅是资金使用绩效评价的决定因素,更成为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等国的财政部对重大项目投资做出明确要求,规定在立项之前必须对全生命周期内的资金需求和

产出效益进行配比测算,计算出项目的整体收益率提交给议会审议[28] 。 中国对于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开展

的事前评估,也在立项必要性、筹资合规性等传统指标的基础上,对成本与效益情况进行重点论证分析[29] 。
进一步地,将预期成本、预期效益与债务规模联系起来,由此得到的配比分析结果为项目能否通过专项债券

来筹资提供了“硬性”标尺[30] 。 尽管不能希冀成本效益分析成为打开理性决策之门的万能钥匙,但成本信

息与效益信息结合在一起,可以从不同侧面为预算决策提供指导。

　 　 四、中国推进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的主要挑战

　 　 (一)项目业务成本的界定尚不明确

全成本核算的关键是确定与项目业务活动相关的全口径成本。 只有在明确了公共服务成本的核算范

围与内容之后,才能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成本定额标准,为预算投入提供依据。 例如,城市公交运行补贴项

目,在成本界定模糊的情况下,财政资金往往“逢亏必补”。 而通过对公交运行成本的合理界定,能够将公交

公司的政策性亏损与经营性亏损区分开来,财政合理弥补政策性亏损,促进企业采取措施来改善经营效率。
这个案例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明确哪些费用应该被纳入公交运行的成本(包括人工成本、燃料费、保修材料

费、轮胎费等),哪些则不应由财政承担。 以 A 市公交运行补贴项目为例,2018 年全市公交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为 4. 9 亿元,主营业务成本为 14 亿元,亏损共计 9. 1 亿元,财政补贴的 5 亿元尤显不足。 而在对公交运行

费用进行成本核定后,财政补贴的范围与标准得以重新确定,每千公里补贴降低了 518 元,同比下降 6. 5%,
全年节约预算资金 3

 

200 多万元。 同时,公交公司采取了线路优化、融合换乘、管理费用削减等措施,服务能

力不降反升,服务质量投诉同比下降 64%,乘客满意度达到 95%。 从这个角度来看,全成本核算首先需要就

项目的业务成本做出明确的定义,说明哪些应该被纳入核算范围,相关界限和依据是什么。
现实中,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会增加成本界定的难度。 随着政府垄断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逐渐被政府

与私人组织的合作模式所取代,预算资金的配置与评价主体(财政部门)同使用与执行主体(项目实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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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有效分离。 财政部门主要以实施单位的支出明细账等企业会计资料为依据进行成本核算,这就需要

企业会计科目与财政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进行妥善对应。 然而,由于彼此之间成本界定的口径并不统一,这
种对应关系尚未建立。 例如,《企业会计准则》与《政府会计准则》对于固定资产的入账标准并不一致①,在
成本核算中,应依据哪一个准则来统计成本费用就会显得无所适从。 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回避,目前专用设

备的购置主要归于“商品和服务支出”,而选择性地不列在“资本性支出”科目。 这种科目的混用或许不会影

响总成本的可靠性,但却会影响到分项成本。 同时,该做法还掩盖了一些具体的成本上升因素(如由设备购

置所引起的当期折旧费用增加),使得成本效益分析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因此,进一步明确项目总成本和各

分项成本的核算范围与依据,是实现全成本归集的一大挑战。

　 　 (二)成本分摊方法不够成熟

成本的分摊涉及部门和项目两个层面。 在部门层面,对于由多个部门共同提供的公共物品需要将间接

成本在部门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进而明确产出与间接资源消耗的联系。 财政部于 2019 年印发的《事业单位

成本核算基本指引》就将完全成本法列为成本核算的方法之一,但该方法的真正实施有赖于间接成本的归

集与分配,文件中却并未对此做出具体说明。 在项目层面,对于项目中无法直接分配给产出对象的成本,目
前较多地借用了作业成本法的思想来划定项目业务活动和作业环节,并明确其应当消耗的人、财、物定额。
然而,作业成本法并没有真正得以实行。 例如,B 市的城市垃圾处理项目,虽然将项目总成本分摊为垃圾转

运、清理、装载等各项作业的耗费,并设置了垃圾转运 175 元 / 吨,人工清理 80 元 / 人 / 天,挖掘机装载 6 元 / 吨
等一系列卫生作业计价定额,但对于其中的间接成本,如线路维修费用、车队管理费用等(全年共计 10

 

829
元),则全部归于其他成本,并未对其做具体分摊,所采用的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作业成本法。 未来的改革

可以在考虑间接成本分配的基础上,将目前公用事业领域的《环境卫生作业计价定额》 《绿化养护工程消耗

量定额》等标准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原则上说,只有在更细的产出水平的基础上实行成本分配和产品定价,才能真正加强成本意识,促进财政

资源的有效使用。 但对成本分摊方法的选择还面临着成本与收益的权衡问题。 以作业成本法为例,该方法要

求确定明确的成本动因、依照作业归集成本以及定量测度政府活动产出[31] ,这些都是颇为耗钱费力的一大挑

战。 因此,如何采用合理、高效的方法来实现间接成本的分配,是推进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命题。

　 　 (三)成本效益信息的运用仍有阻碍

在实践中,加强成本效益信息的运用仍面临着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阻碍。 就客观方面而言,成本效益

分析这一技术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公共支出项目的决策。 从技术路径上看,该方法侧重于对成本费用

的分析,弱化了对效益的分析。 这是因为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决定了支出效益难以简单地

用经济收益来衡量。 从价值选择上看,该方法所指的投资决策暗含了基于回报的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而
预算支出则是基于政府责任的公共利益分配。 因此在实践中,需要审慎选择实施成本效益分析的项目。 具

体地,在决策中以何种程度运用成本效益分析结果,也应加以审慎把握。
就主观方面而言,预算管理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动机与诉求并不一致,导致预算单位缺乏足够的动力去

使用成本效益信息。 一方面,对成本的核算与效益的衡量往往需要预算单位投入大量的精力才能完成,在
这一过程中,财政部门获得了真实的成本效益信息,预算单位却面临着自由裁量权的减少以及预算的削减。
另一方面,某项公共服务的成本信息可能由不同的部门产生,成本在预算单位的可控范围之外。 全成本预

39

①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为生产商品和提供劳务等目的而持有、使用年限超过 1 年、单位价值较高;但
《政府会计准则第 3 号———固定资产》中的规定是: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在 1

 

000 元以上。 两者的入账标准并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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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绩效管理却要求“花钱必问成本,成本失控必问责”,这也会进一步加剧预算单位之间的利益冲突。 国外

的实践表明,只强调控制却忽视激励,会使得公共部门的成本管理进展缓慢[32] ,甚至遭到一些项目负责人的

抵制[33] 。 因此,如何协调控制与激励之间的关系,促使预算单位主动运用成本效益信息,是全成本预算绩效

管理“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落于实处的关键所在。

　 　 五、推进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未来展望

　 　 (一)构建不同主体的全成本核算机制

为了明确项目业务成本的界定与核算范围,应考虑不同的成本生成主体,进而构建基于不同主体的全

成本核算机制。 对于由政府部门生成的成本信息,应该进一步健全政府成本会计制度,以此来推进全成本

核算机制建设。 从绩效管理对于成本信息的客观需求出发,按照因果关系在所有成本中选择与产出相关的

耗费。 为此,应在政府成本会计制度中进一步明确成本选择的相关性标准和必要性标准。 就相关性来说,
需要明确日常公用经费中有哪些是与该项目的业务活动相关。 而对于专项支出,需要在厘清基本支出与项

目支出划分界限的前提下,严格落实专项经费专款专用,不用于本项目的专项经费一律不应纳入项目成本

中。 就必要性来说,明确哪些管理费用在项目业务活动中是必要的,从而梳理出与产出相关的各项间接费

用计入总成本中。
对于由企业组织生成的成本信息,可以采用短期和长期分步走策略,来推进全成本核算机制建设。 短

期来看,不妨从企业记账的规范性入手,以企业会计信息为支撑实现全成本核算。 一方面,通过对成本信息

与产出信息的对比分析,确定哪些费用属于不合理耗费,在此基础上确定应被计入总成本的各项费用;另一

方面,从费用发生的环节出发,判定项目运行中哪些环节是多余的,评价各环节费用的合理性。 通过定性与

定量两个维度的分析形成项目成本的构成要素,揭示无效成本的动因及其责任,通过优化管理流程和支出

行为来压减预算。 长期来看,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将企业成本会计科目与财政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建立对

应关系,明确相关资产、负债、收入与费用的计入标准,例如设备购置费在“资本性支出”科目中的归属问题,
融资费用在“债务利息支出”科目中的归属问题。

　 　 (二)统一和明确成本分摊标准

在推进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初期,力求将每一单位的间接成本都精确分摊到产出可能会得不偿

失,采取某种统一和可操作的分摊标准是更具效率的做法。 可以借鉴荷兰、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的先进经

验,采取成本池(cost
 

pool)作为分摊间接成本的工具。 每个成本池由同质或同类型的成本组成,它可以根据

活动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进行分配,也可以根据每项活动的全职员工工时数(full
 

time
 

employee)进行分配。
虽然汇集在成本池中的成本可能来自不同的部门或活动,代表着不同类型的资源耗费(例如人员经费支出

和资本支出),但它们的分配基础是统一的。 在推进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入纵深发展阶段后,可以根

据实践经验,形成对于成本分摊的范式总结,明确间接成本在不同部门之间、不同项目活动之间的分摊原

则、操作程序和具体标准。
此外,部分公共服务存在着多元供给主体,会计记账分散在不同部门,增加了投入成本与产出之间的匹

配难度。 因此,有选择地进行成本分摊是更加务实的做法。 可以借鉴北京和山东等地的试点经验,先行对

单个部门独立负责的项目或是绩效目标较为单一的项目(如疫苗接种、水污染监测)进行成本分摊的尝试。

　 　 (三)审慎考虑成本效益分析的实施项目与运用程度

并非所有项目都适合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 在项目的选择上,可选取高度市场化的项目和其他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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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性兼具的项目作为开展成本效益分析的切入点,根据经济成本与货币化的产出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例如,
文体场馆的门票收入是否能够覆盖其经常性运营经费,热力公司收取的采暖费是否足以覆盖其用于供暖的日

常开支。 而对于涉及非经济性活动的项目,选取一定的定性指标来衡量项目所产生的非经济性成本和效益则

更为妥当,如对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设定“周边村社破坏少”“沿路生态污染小”等社会和生态成本绩效目标。
对于成本效益分析结果的运用,应该使其成为预算决策的参考性工具而非决定性因素。 在项目事前评

估中,当某种方案相对于其他备选方案净收益较小甚至为负值时,不宜直接否定项目立项,而应广泛衡量其

他非经济性的效益和效果。 预算单位也应承担解释义务,阐明为何非量化收益应该被特别重视。 进一步

地,在预算决策中需构建多重成本分析机制,基于项目的整体绩效目标进行分析方法的选择。 具体而言,可
以采用成本效益分析结果来衡量绩效目标表中的经济效益是否具备达成条件,再结合成本有效性分析和可

行性分析等工具,分别对社会成本和效益、环境成本和效益进行综合评估。
此外,成本指标与效益指标的赋权值也会影响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 已有研究已关注到赋权方法在具

体项目及部门决策中的应用,例如,利用层次分析( AHP)法和多准则妥协解排序( VIKOR)法将不同评价指

标予以赋权,来分析西班牙政府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34] 。 而在赋权方法的选择与权重的

具体设定中,应注重成本类指标与效益类指标的联动设计。 在目前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成本类指标权

重一般为 5% ~ 15%。 考虑到项目所要实现的效益目标各不相同,经济成本指标、社会成本指标与生态成本

指标的权重设置应有差异化体现。 对于关注经济效益的项目,应以产出的数量与质量指标的权重为依据,
适当提高经济成本指标的权重。 而对于社会公益项目或生态保护项目,则应以社会或生态效益指标的权重

为依据,适当提高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指标的权重。

　 　 (四)实行绩效奖励与收入分成机制

为协调好控制与激励的关系,一方面,应该将成本定额控制与绩效奖励相结合,激发预算单位的积极性

与主动性。 其中,绩效奖励应以绩效评价结果为依据,并以适当的权重纳入绩效补贴额度的确定中。 例如,
北京市对于自来水集团的补贴,在核定财政亏损补贴额的同时,结合水质合格率、用户满意度等指标对服务

质量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作为调整系数直接参与补贴金额的计算。 在利用成本和产出信息进行绩效评价

时,还应注重产出的及时性(如急救服务)和普惠程度(如养老机构运营)等非财务信息。 另一方面,也应将

核定真实成本所节约的资金、提高绩效所带来的增收资金,以一定比例分配给预算单位,进而将改革的红利

在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之间实现共享。 具体的分成机制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加以设计:一是将节省下来的

资金放入公共资金池,通过年度预算过程在部门之间重新分配。 新加坡采取的就是这种做法,各部门通过

竞标获得额外的资源,来赢回节省下来的资金[35] 。 二是由财政部门根据成本节约率和绩效评价结果等综合

确认各部门及其负责人的增收贡献,直接从增收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对其主动使用成本效益信息的奖

励。 在收入分成机制的激励下,预算单位也就有了自主运用成本和绩效信息来改进支出决策的动力,从而

更好地实现公共财政资源使用的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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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tight
 

balance
 

between
 

fiscal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giving
 

greater
 

effect
 

to
 

limited
 

public
 

financial
 

resources
 

becomes
 

a
 

realistic
 

option
 

for
 

re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emphasizing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budgetary
 

expenditures.
 

Taking
 

full-cost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s
 

a
 

technical
 

tool,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ubstantive
 

connection
 

between
 

cost
 

and
 

output
 

is
 

the
 

key
 

to
 

preventing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from
 

becoming
 

a
 

mere
 

formality.
 

After
 

summariz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t
 

indicates
 

that
 

full-cost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cludes
 

full-cost
 

measurement
 

and
 

full-factor
 

apportionment
 

in
 

the
 

sense
 

of
 

accounting
 

and
 

points
 

to
 

the
 

full
 

process
 

of
 

cost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his

 

problem-oriented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features
 

and
 

key
 

advantages
 

of
 

full-cost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ver
 

traditional
 

methods,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of
 

irrational
 

budget
 

inputs
 

and
 

inaccurate
 

cost
 

approvals
 

in
 

the
 

current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t
 

the
 

level
 

of
 

theoretical
 

mechanism,
 

full-cost
 

focuses
 

on
 

the
 

word
 

full,
 

emphasizing
 

the
 

comprehensiveness
 

and
 

accuracy
 

of
 

cost
 

measurement
 

to
 

provide
 

a
 

basis
 

for
 

reasonable
 

budget
 

inputs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expenditures.
 

At
 

the
 

level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categorized
 

cost
 

accounting
 

and
 

benefit
 

measurement
 

methods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easuring
 

the
 

total
 

and
 

unit
 

costs
 

of
 

expenditure
 

items
 

helps
 

to
 

realize
 

cost
 

control
 

in
 

budget
 

management
 

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constructing
 

a
 

standard
 

system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In
 

addition,
 

full-cost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focuses
 

on
 

measuring
 

and
 

comparing
 

performance,
 

and
 

cost-effectiveness
 

is
 

a
 

determining
 

factor
 

i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fund
 

util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basis
 

for
 

fund
 

allocation.
 

Consider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full-cost
 

budget
 

in
 

specific
 

applica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a
 

cost
 

accounting
 

mechanism
 

based
 

on
 

different
 

subjects
 

on
 

the
 

basis
 

of
 

cost-generating
 

subjects,
 

unify
 

the
 

cost-sharing
 

standard,
 

prudently
 

consider
 

the
 

implementation
 

items
 

and
 

the
 

degree
 

of
 

application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implement
 

the
 

mechanism
 

of
 

performance
 

incentives
 

and
 

revenue-shar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the
 

use
 

of
 

public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current
 

reform
 

status
 

of
 

full-cost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many
 

cities.
 

It
 

targets
 

the
 

direction
 

of
 

the
 

reform
 

of
 

full-cost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hrough
 

text
 

analysis,
 

data
 

statistics,
 

and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cost
 

information
 

in
 

budget
 

management.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a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furthe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improving
 

the
 

modern
 

budge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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